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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激而产生心理问题。无论是火灾还是地震，它是局限在特

定区域内的。即使是汶川地震这么大的一个地震，也仅仅在四

川省内，其他地方不太会受到影响。

而传染病不一样，尤其像这次这种传染病，它扩散得非常快，

每一个人都在潜在的危险之中，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全社会的恐

慌，即使你周围还没出现感染者，你也处于恐慌之中，因为你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实的威胁会导致人们的

焦虑水平大幅度提升，这和地震和火灾完全不同，影响到的人

群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就像武汉的这些人，有可能带来创伤

后应激障碍，尤其对那些自身患病，而且是留有后遗症的，或

者是家里有亲属去世的，或者自己目睹了亲属、周围人去世的

这些人，可能后续会出现这个疾病。但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传

统文化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所以后期真正发

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比例和西方报告的数据比起来可能会低一

些。在这种群体危机事件时，中国人的心理韧性似乎更强，比

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传统的信念在面对大的灾难时有它

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采取的强有力的

应对机制，面对疫情时的强大动员和协调能力，无形之中能够

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安全感。

 《新民周刊》：新冠肺炎疫情中心理干预的介入，您认为

是不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王振：2008 年汶川地震后，当时有不少心理医生或者心理

咨询人员，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到灾区去工作。他们的愿望是

好的，但因为心理干预工作组织比较混乱，有的人反而给灾民

带去二次创伤。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专业能力不足，到现场的话

也会给自身带来一些麻烦。经过汶川地震等灾害后，心理干预

领域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各方面对心理干预的重视程度、组织

能力和专业性都比当年进步很多了。

 《新民周刊》：这些年重大灾害和传染病中，越来越多地

看到心理医生的身影，你们的工作取得哪些效果？

王振：在我的记忆里上海在灾害事件后第一时间进行大规模

的心理干预是 11·15 火灾后。火灾发生后不到 24 小时，上海精

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干预队伍就已经进入现场。我们对受灾的群众

做心理筛查和辅导，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心理危机干预行动。

这些经验对于后续各种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干预工作，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我们的心理医疗队还参与了外滩踩踏

事故及多次外地的爆炸事故、沉船事故等，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传染病疫情的干预，2003 年 SARS 的时候，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的徐一峰教授和黄继忠教授就去了收治非典病人的上

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工作。

那时候条件有限，没有视频电话，也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

医生只能隔着窗子，在纸板上写字指导。那可以说是我们第一

次正式的心理危机干预尝试。去年年底内蒙古鼠疫，上海也派

去了心理医生。2003 年后经过几次大的事件，国内逐渐建立起

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应急体系，一旦出现灾害、疫情，可以很快

响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体系、心理应急机制逐渐成熟，

各种预案逐渐完备，一旦疫情发生，各个应急系统就启动了。

武汉疫情一出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已经在做准备，尤其

当看到武汉的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后，我们已

经做好了必要时去接管部分病区的准备，但后来我们武汉的同

道非常艰苦但勇敢地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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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心理医生在武汉工作场景。


